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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下，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从空间经济学视角评估土地财政、技术

创新对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较为鲜见。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６９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
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和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技术创新和绿

色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从整体上看，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技术创新会显著促

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空间溢出效应表明，

本地财政规模扩张抑制了邻地的绿色发展，而本地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邻地的绿色发展。研究结论可为深

化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模式的创新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绿色高效发展提供边际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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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成交额节节攀升，土地市场“地王”频出。２０１９ 年，土地出让金创
下新高。ＣＲＩＣ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全国土地成交总金额高达 ６ ８ 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１４ ３％，约为同
期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３２ ６７％。众所周知，土地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对经济发
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为城市发展积累

大量财富，达到“稳增长”的发展目标。但是，政府出让土地主要用于以“高能耗、高排放与高污染”为

特征的工业化土地规模扩张［１］，对中国生态环境产生恶劣影响，与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促减排”

任务背道而驰。因此，亟须寻找新的路径来实现“稳增长”与“促减排”的双重目标，从而促进中国经

济绿色发展。创新居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地位，且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中国掀起了创新热潮，技术要素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

劳动生产率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创新环境的营造、创新人才的引入以及高精尖设备的生产研发，需

要以大量的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与税收优惠为保障，已有研究表明，政府土地收入可为城市创新发展提

供坚实的资本储备［２］。在此基础上，工业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工艺，改进生产方式，改善由于土地财政

引致的污染问题。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亟须识别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棘轮效应”，同时，需检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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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否弱化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三者的空间溢出效应。故在空间视角下探讨土

地财政、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为优化城市土地支出

结构、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以及最终实现城市绿色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

本文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两个方面梳理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由于

官员晋升的需要，在“晋升锦标赛”竞争模式下，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发展模式会长期存

在，地方政府不断出卖土地以谋求经济快速发展［３］。而土地出让行为，又可带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进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依赖土地出让缓解融资约束和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为企业营造投资环境［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但也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过

度依赖土地出让的行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在弱制度环境下，财政收入中土地财

政占比过高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原因是寻租的挤出效应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且依靠稀缺的土地资源

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５］。进一步地，土地财政还会加剧金融风险［６］和产业中心化［７］、抑制产

业结构升级［８］、诱发高房价［９］等问题，造成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关于土地财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学

界观点较为统一，认为土地财政对环境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原因是，土地财政带来的预算外收入加剧

了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城市用地规模的动机［１０］，新建的各类工业园区和城市开发区不断加大用地规

模，促使城市空间低密度无序扩张，导致挤占耕地、蚕食林地现象产生，破坏了生态系统，从而加剧环

境资源消耗［１１］。

（二）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

在经济增长方面，创新为农业和工业提供绿色、清洁的生产方式，指引公众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

活，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利器［１２］。各类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广泛运用，可以大大缩减能

源投入和提升能源效率，充分发挥创新在促进节能减排、引领绿色生产中的支撑作用［１３］。新经济地

理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也早已证实，技术进步作为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１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此外，以技术、管理和制度等创新要素为基础，可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与配

置，最终形成经济内生性增长［１５］。在环境治理方面，创新技术与环境保护政策相整合，对防污治污成

效的影响显著［１６］，技术创新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还能促进生态系统恢复，是节约资

源、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驱动力［１７］。

综上可知，以往研究为分析土地财政、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实证

检验方法。目前，大多数研究探讨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或环境污染的单方面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绿

色发展的作用，将土地财政、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分析的研究比较少见，而且其在影响

机制层面的研究也亟须补充和完善。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将土地财政、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拓

展了现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城市绿色发展理论，为探索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考虑到相邻城市发展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在进一步控制内生性估计偏误的同时，通过尝

试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不同层面识别并验证土地财政、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

示城市绿色发展的动态路径，也为探究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及其相应的改进措施找到了新

的突破口。

三、机理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

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１９９４ 年）以后，中央政府对财政资金的宏观调控力度得到空前强化，导致
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下移、财权上移，地方政府失去重要财政资金来源，造成财政结构严重失衡［１８］。而

２００２ 年的所得税制改革以及 ２０１６ 年“营改增”的全面实行，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失衡。在
此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纷纷通过大规模出让土地以获取土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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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金以及相关税收收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这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１９］①。而与中国早期财税制度改

革相对应的是，地方官员自上而下面临着以 ＧＤＰ 论英雄的政治“锦标赛”压力。因此，地方政府官员
在以上两种作用机制的激励下，为了获得政治升迁，在短期内必然通过土地财政行为来迅速促进经济

增长［２０］，这无疑会加剧地方政府收入扭曲，从而产生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不利于绿色发展［２１］。同

时，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会扰乱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转，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为此，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早已形成高度的商业默契，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行为进行大规模土地

拍卖，而房地产企业则在此过程中通过融资抵押等方式增加土地资产规模，以此来获取高额的投资收

益，最终形成“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双螺旋发展模式［２２］。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成本因房价被大

幅度抬高，企业为了留住劳动力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２３］，直接导致企业成本提高和利润降低，间接

迫使企业加速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或者转向某些高回报率的投机部门，甚至直接导致企业退出生产

经营，表现出“去工业化”态势，进而影响城市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１：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会抑制绿色发展。
（二）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

总体来说，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看，技术创新主要

通过拓宽资源使用边界和重组生产要素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开

发利用一些没有被纳入生产范围的资源，拓宽资源现有使用边界，加速对传统资源的替代，如使用新

能源代替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传统资源的依赖［１３］。同时，通过技术创新

升级企业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技术，可以有效减少从源头到末尾端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此外，通过

技术创新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加工，改变资源的原始存在形态（比如煤裂解制取烯烃），优化资

源使用方式，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使生产边界尽可能向外扩展，以最终实现绿色发展［２４］。从宏观层面

看，技术创新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规模效应来实现绿色发展。对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而言，单位

产品生产成本降低意味着企业具有更多的价格优势、更高的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这为企业规模扩大

提供了基础［２５］。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无疑会对那些技术创新能力

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产生挤出，迫使他们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及模仿拥有新生产形式的企业，

同时淘汰生产成本高、不能较好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最终形成以技术创新驱动的行业规模效应［２６］，

进而加速落后产业、污染密集型产业淘汰或转型升级以及优化污染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促使技术创

新成为驱动经济绿色发展的力量源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２：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
（三）土地财政与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交互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在竞争体制驱使下，争相主动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政策以发展地方经

济，从而在政治晋升中获得优势［２７］。首先，地方官员为了增加竞争优势，通过有限的土地供应来影响

土地价格，进一步改变土地要素资源的流动方向，以此带动其他资源流向创新以及研发部门，提高了

技术创新水平。而土地价格的上升也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

此，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持周期长、风险高、收益高、外部性强的技术创新活动［２８］，以及通过

引导公共支出偏向、加大财政补贴和实施税收激励等方式为创新主体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实现绿色

发展［２９］。其次，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另一种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招商引资，我们称之为“以地引

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不同类型土地的溢价潜力，通过低价转让土地来吸引重点产业、高新技术企

业，以高溢价商服用地出让来弥补较低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带来的财政收入损失，助推高新技术企业

向本区域聚集，而这些企业对技术创新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增强本地区的竞争能力，进而对绿

色发展产生影响。由此，土地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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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 ２８ 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
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因而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预算外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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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会改善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不利影响。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以下两

方面来缓解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棘轮效应”。一方面，基于土地财政对环境污染［３０］与生产效

率［３１］的双重破坏效应，技术创新可以弥补因工业用地扩张而惨遭破坏的城区周围耕地、林业等生态

损失。随着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建设用地布局与规模控制、土地立体开发与复合利用等关键技术，将发

挥缓解自然环境约束压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善土地要素扭曲配置效应的积极作用，进而促

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引致的用地规模扩张，对土地工程建设与管护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

要求。政府通过引领企业加强对土地的生态化与工程化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提升土地质量

和产能，还为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３：土地财政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促进了绿色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由于土地财政表现为用地规模的空间扩张，各地区间存在互相竞争和近邻模仿行为，且考虑到技

术创新的知识外溢效应和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特征［３２］，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土地财政、技术

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空间联系，并构建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ＧＤＥｉｔ ＝ α０ ＋ ρ∑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ｔＧＤＥｉｔ ＋ α１ＬＡＦｉｔ ＋ α２ＴＥＣｉｔ ＋ α３∑Ｎ

ｉ≠ｊ
ＷｉｊｔＬＡＦｉｔ ＋ α４∑Ｎ

ｉ≠ｊ
ＷｉｊｔＴＥＣｉｔ

＋∑６

ｋ ＝ １
δｉｔＸｉｔ ＋ μｉ ＋ ｔ ＋ εｉｔ （１）

为了检验土地财政与技术创新两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引入并构建土
地财政与技术创新交互项的模型，并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具体模型如下：

ＧＤＥｉｔ ＝ α０ ＋ ρ∑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ｔＧＤＥｉｔ ＋ α１ＬＡＦｉｔ ＋ α２ＴＥＣｉｔ ＋ α３∑Ｎ

ｉ≠ｊ
ＷｉｊｔＬＡＦｉｔ ＋ α４∑Ｎ

ｉ≠ｊ
ＷｉｊｔＴＥＣｉｔ

＋ α５ ＬＡＦｉｔ × ＴＥＣｉｔ ＋∑６

ｋ ＝ １
δｉｔ ｘｉｔ ＋ μｉｔ ＋ ｔ ＋ εｉｔ （２）

（２）式中，ＬＡＦｉｔ ＝ （ＬＡＦｉｔ － ＬＡＦｉｔ），ＴＥＣｉｔ ＝ （ＴＥＣｉｔ － ＴＥＣｉｔ），其中，ＬＡＦｉｔ、ＴＥＣｉｔ 分别表示土地财
政、技术创新在第 ｔ年的均值。此外，ｉ表示城市，ｔ表示年份；ＧＤＥｉｔ 表示绿色发展；ＬＡＦｉｔ 表示土地财政；
ＴＥＣｉｔ 表示技术创新；Ｘｉｔ 表示影响绿色发展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ＲＧＤｉｔ）、人力资本
水平（ＨＵＭｉｔ）、外商直接投资水平（ＦＤＩｉｔ）、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ｉｔ）、基础设施水平（ＲＯＡｉｔ）、人口密度
（ＰＯＰｉｔ）；μｉ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为控制模型的异方差和多
重共线性，将部分指标取自然对数处理。

（二）空间权重矩阵

考虑到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文章采用 ０ － １ 矩阵、地理反距离矩阵和经
济地理嵌套矩阵的行标准化形式进行回归。

（１）０ １ 矩阵 Ｗ１。若两个地级市地理位置相邻，则 Ｗ１ ｉｊ ＝ １，ｉ≠ ｊ；否则 Ｗ１ ｉｊ ＝ ０，ｉ ＝ ｊ。
（２）地理反距离矩阵Ｗ２。采用两个地级市之间距离倒数的平方。Ｗ２ｉｊ ＝ １ ／ ｄｉｊ，ｉ≠ ｊ；Ｗ

２
ｉｊ ＝ ０，ｉ ＝ ｊ；ｄｉｊ

为两地级市间的地理距离。

（３）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Ｗ３。采用两个地级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绝对值的倒数与 Ｗ２ 的乘积。
Ｗａ ＝ １ ／ ｜ Ｙｉ － Ｙｊ ｜，ｉ≠ ｊ，Ｗａ ＝ ０，ｉ ＝ ｊ，则 Ｗ３ ＝ Ｗ２ × Ｗａ。其中，Ｙｉ 表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第 ｉ个地级市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平均值。

（三）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１． 被解释变量：绿色发展（ＧＤＥ）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导向 ＥＢＭ函数测算 ＧＭＬ 指数，并用该指数衡量绿色发展。假设 ２００４

年绿色发展指数为 １，则 ＧＤＥｔ ＝ ＧＤＥｔ － １ × ＧＭＬｔ。投入变量分别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资本存量、能源
消费［３２］。其中，资本存量中折旧率取值为 ９ ６％ ［３３］，对基期资本存量的处理借鉴 Ｙｏｕｎｇ［３４］的方法，用
基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１０ 倍来表示。能源消费用城市人均电力消费量来代替。产出变量包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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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两类，期望产出为地级市 ＧＤＰ，并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进行折价。非期望产出为地级
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地级市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与地级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效率值通过软件 Ｍａｘ
ＤＥＡ Ｐｒｏ的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ＥＢＭＧＭＬ模型测算得出。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土地财政（ＬＡＦ）。大量研究主要从狭义与广义口径对土地财政进行测算。土地财政的狭义口

径是选取土地出让金作为代理变量，这与土地运作直接相关。土地财政的广义口径是：土地财政 ＝土地
出让金 ＋土地增值税 ＋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房产税，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这些税种被计
入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由于广义口径的下地级市层面各税种税收收入无法获取，文章借鉴李郇

等［１０］的处理方法，用地级市政府土地出让成交价作为土地财政的代理变量。

（２）技术创新（ＴＥＣ）。多数学者采用寇宗来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
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城市技术创新［３５］，也有学者采用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的代理指标［３６］，考虑到数据

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三大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申请量与授权量六项指标，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

示指标法，对技术创新进行综合测度。具体测算步骤不再赘述。

３．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ＲＧＤ）及其平方项（ＲＧＤ２），以地级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以每万大学生人数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以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与地级市 ＧＤＰ之比来
表示；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以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级市 ＧＤＰ之比表示；基础设施水平（ＲＯＡ），
用地级市人均道路面积来表示；人口密度（ＰＯＰ），以地级市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来表示。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ＤＥ ３ ７６６ ３． ３２５ １． ２５４ ０． ８７７ ７． ４９７
ＬＡＦ ３ ７６６ ７． ８６４ １． ５６５ ０． １１０ １２． ４１０
ＴＥＣ ３ ７６６ ０． １１３ ０． １９９ ０． ００１ ０． ９８６
ＲＧＤ ３ ７６６ １０． ２４０ ０． ７８６ ４． ５９５ １５． ６８０
ＨＵＭ ３ ７６６ １． ６３０ ２． ２３１ ０． ００６ １３． １１０
ＦＤＩ ３ ７６６ １． ９９８ ２． １１７ ０． ０００ ２１． ８６０
ＦＩＮ ３ ７６６ ２． ０４７ ０． ９７１ ０． ５０８ １２． ３９０
ＲＯＡ ３ ７６６ ２． ５７２ ０． ４６７ － ０． ９４２ ４． ０９６
ＰＯＰ ３ ７６６ ７． ８８６ ０． ８５９ ３． ２９６ ９． ９０８

４．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６９ 个地级市

的平衡面板数据（将数据缺失较多的城市做剔除

处理，对于数据缺失较少的城市样本通过插值法

补齐相关缺失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上述指标的

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ＥＰＳ
数据库。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１。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适用性分析

首先，采用计量软件 Ｓｔａｔａ１６ ０，对空间面板
数据进行检验。检验包括 ＬＭ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ＬＲ 检验以及 ＷＡＬＤ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在三种权重矩阵下，首先，根据 ＬＭ 检验结果，ＬＭｅｒｒｏｒ 检验、ＬＭｅｒｒｏｒ（ｒｏｂｕｓｔ）检验、ＬＭｌａｇ 检验、ＬＭ
ｌａｇ（ｒｏｂｕｓｔ）检验均显著，表明应选择 ＳＡＲ 与 ＳＥＭ 相结合的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进行分析；其次，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与个体的双固定模型；最后，ＬＲｌａｇ 检验、ＬＲｅｒｒｏｒ检验、ＷＡＬＤｌａｇ 检验
和 ＷＡＬＤｅｒｒｏｒ检验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表明 ＳＤＭ不会退化为 ＳＡＲ与 ＳＥＭ。综上所述，文
章选择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后文的回归分析。

表 ２　 模型适用性检验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Ｗ１ Ｗ２ Ｗ３

统计值 Ｐ值 统计值 Ｐ值 统计值 Ｐ值

ＳＡＲ模型与 ＳＥＭ模型检验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４８５． ９８６ ０． ０００ ５４６． ２７８ ０． ０００ ３５８． ２５３ ０． ０００
ＲＬＭｅｒｒｏｒ ２９９． ７８９ ０． ０００ １９０． ５５８ ０． ０００ ８３． ７０２ ０． ０００
ＬＭｌａｇ ３５３． ５４３ ０． ０００ ５５４．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４１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０
ＲＬＭｌａｇ １６７． ３４６ ０． ０００ １９８． ３３３ ０． ０００ １３５． ６１８ 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ＴｅｓｔＢｏｔｈｔｉｍｅ １２１． ２１ ０． ０００ １０１． ３１ ０． ０００ ３５６． ４７ ０． ０００
ＴｅｓｔＢｏｔｈｉｎｄ １０６． １２ ０． ０００ ９３． ５５ ０． ０００ ３３１． ８２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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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Ｗ１ Ｗ２ Ｗ３

统计值 Ｐ值 统计值 Ｐ值 统计值 Ｐ值

ＳＤＭ模型退化检验

ＬＲｌａｇ ２３７． ０９ ０． ０００ １３５． ２４ ０． ０００ ８９． ５２ ０． ０００
ＬＲｅｒｒｏｒ ２１０． ８４ ０． ０００ １１７． ０３ ０． ０００ ６０． ４５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ｌａｇ ２４２． ２６ ０． ０００ １３７． ５２ ０． ０００ ９０． ７３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ｅｒｒｏｒ ２０４． 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０ ０． ０００ ６８． ６２ ０． ０００

（二）直接作用分析

表 ３ 是对公式（１）的回归结果，列（１）至列（６）中，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系数 ρ在三种权重矩阵下
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区际互动，本地绿色发展会对邻近地区的绿色
发展效率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的区域。在三种权重矩

阵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土地财政（ＬＡＦ）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财政
抑制了区域绿色发展，Ｈ１ 得以验证。土地财政推动下城区房价大幅上涨，直接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快
速上升，企业为保证劳动力供给，会支付更高的工资成本。工资上涨会促使企业缩减生产成本，因而

企业经营者往往存有技术进步与高效管理发展方式的挤出动机，转向短期效益较高的生产性领域，进

而影响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技术创新（ＴＥＣ）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Ｈ２ 得以验证。技术创新提升主要通过生产技
术与治理技术创新两方面促进绿色发展。在生产技术创新方面，企业通过生产技术进步、生产线革新

来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既能减少生产成本，降低资源要素单位投入，又能提升生产效率，达到减

排的目的；在治理技术创新方面，主要通过升级治污技术和生产流程，采用污染控制技术、脱硫技术

等，可以降低污染物的产生，使得生产工艺绿色高效。因此，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由

于篇幅有限，控制变量不再赘述。

表 ３　 土地财政、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直接作用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ＡＦ
－ ０． ０２４ １ － ０． ０１７ ４ － ０． ０２３ ２ － ０． ０１７ ９ － ０． ０２８ １ － ０． ０２２ ７

（－ ５． ９８） （－ ４． ０３） （－ ５． ０９） （－ ３． ８０） （－ ６． ４２） （－ ４． ９０）

ＴＥＣ
０． ３２３ ４ ０． ３２９ ７ ０． ２９７ １ ０． ３７５ ０ ０． ３０２ ２ ０． ３７０ ５

（１１． ４４） （１０． ４１） （８． ８３） （１０． ２６） （９． ３１） （１０． ２６）

ＲＧＤ
－ ０． ２６１ ４ － ０． ３５４ １ － ０． ２９９ ３

（－ ３． １７） （－ ４． ２７） （－ ３． ６０）

ＲＧＤ２
０． ０１４ ４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１５ ０

（３． ５６） （４． ３６） （３． ７１）

ＨＵＭ
－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２ １
（－ ０． ４９） （０． ２９） （０． ７２）

ＦＤＩ
０． ０１３ ４ ０． ００９ ６ ０． ００９ ０

（６． １５） （４． １０） （３． ８３）

ＦＩＮ
－ ０． ０６２ ５ － ０． ０６３ ９ － ０． ０６３ ７

（－ １０． ９９） （－ １０． ５４） （－ １０． ５４）

ＲＯＡ
０． ０３７ ４ ０． ０５７ ３ ０． ０５０ ４

（３． ７１） （５． ３２） （４． ６８）

ＰＯＰ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１２ １ ０． ０１０ ９

（１． ０５） （２． ３１） （２． ０５）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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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续）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ρ
０． ５１８ ６ ０． ３９４ ２ ０． ８４７ ３ ０． ８２１ ９ ０． ８０９ ０ ０． ７７４ ８

（６． ８５） （４． ５１） （２２． ４１） （１８． ９９） （１８． １０） （１５． １２）

σ２
０． ０５９ ５ ０． ０５３ ８ ０． ０５７ ８ ０． ０５３ １ ０． ０５８ ３ ０． ０５４ ４

（４３． ２７） （４３． ３０） （４３． ２５） （４３． ２２） （４３． １８） （４３． １３）
双向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Ｒ２ ０． ０９７ ９ ０． ２１５ ８ ０． １１２ ９ ０． １８５ １ ０． １０６ ６ ０． １８２ 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三）交互作用分析

表 ４ 是加入土地财政与技术创新交互项（ＬＡＦ × ＴＥＣ）后的回归结果，其中，列（１）、列（３）和列（５）
分别是 ０ － １ 矩阵（Ｗ１）、地理反距离矩阵（Ｗ２）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
（２）、列（４）和列（６）为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２）至列（６）中，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土
地财政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ＬＡＦ × ＴＥＣ）均显著为正，表明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Ｈ３
得以证明。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得以增强；而技术创新水平的

提升，有利于推动土地财政成为绿色发展的“增长引擎”。其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

策略获取高额收益，可以补贴企业因引进与研发创新生产导致的生产效益损失，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

新环境，加快生产技术变革，实现绿色高效生产，降低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进而促进绿色发展；另一

方面，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会加强对土地出让、用途以及建设过程的监管，结合绿色、

高效的国土开发理念，推动土地规模合理扩张、绿色布局和绿色生产。

表 ４　 土地财政与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交互作用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ＡＦ
－ ０． ０２６ ０ － ０． ０２０ ８ － ０． ０２６ ０ － ０． ０２０ ２ － ０． ０３１ １ － ０． ０２５ ２

（－ ６． ４３） （－ ４． ７７） （－ ５． ７１） （－ ４． ２７） （－ ７． ０６） （－ ５． ４３）

ＴＥＣ
０． ０５７ ９ － ０． ０９５ ８ － ０． ３３１ ７ － ０． ２８５ ４ － ０． ３１１ ９ － ０． ２３３ ０
（０． ２９） （－ ０． ５０） （－ １． ６４） （－ １． ４４） （－ １． ５４） （－ １． １６）

ＬＡＦ × ＴＥＣ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０４１ ４ ０． ０６１ ４ ０． ０６４ ５ ０． ０６０ ８ ０． ０５９ ４

（１． ３７） （２． ２４） （３． ２１） （３． ４３） （３． １７） （３． １２）

ρ
０． ４８２ ７ ０． ３０５ １ ０． ８３１ ８ ０． ８１３ ３ ０． ７７４ ４ ０． ７５７ ５

（６． １８） （３． ２３） （２０． ２０） （１８． ０６） （１５． １７） （１３． ９８）

σ２
０． ０５８ ８ ０． ０５３ ２ ０． ０５７ ３ ０． ０５２ ７ ０． ０５７ ９ ０． ０５４ １

（４３． ２８） （４３． ３８） （４３． ２２） （４３． ２３） （４３． １２） （４３． １１）
双向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Ｒ２ ０． １４６ ７ ０． ２４０ ７ ０． １２２ ８ ０． ２０１ ７ ０． １２４ ９ ０． １９７ 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四）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表 ５ 给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土地财政、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的具体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土

地财政行为不仅抑制了本地区的绿色发展，还显著抑制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一方面，由于不同区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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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政策布局的差异，邻近地区会不断模仿与学习本地土地财政这种政策手段，导致邻近地区土地财政

规模攀升，进而有损邻地的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本地土地财政行为，会加快城区面积扩张，吸引邻近

地区的产业转移至本地布局生产，带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空间流动，从而降低邻近地区的生

产效率，不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间接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

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其原因可能是，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存在知识粘性，邻近

地区会不断学习和模仿地理相邻地区（即本地）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此外，各区域间不是

独立存在的单元，城市通过竞争、合作等方式频繁互动，使得新技术、新知识等各类创新成果得到溢

出，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资源使用效率及环境治理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提升邻近地区绿色

发展水平。

表 ５　 土地财政、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变量
Ｗ１ Ｗ２ Ｗ３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ＡＦ
－ ０． ０３１ ４ － ０． ０４８ ５ － ０． ０８０ ０ － ０． ０２８ ２ － ０． １５７ ７ － ０． １８５ ９ － ０． ０２８ ３ － ０． ０９０ ７ － ０． １１９ ０

（－ ７． ４２） （－ ２． ７４） （－ ３． ９９） （－ ６． ６５） （－ ２． ４０） （－ ２． ７５） （－ ６． ６９） （－ ２． ６５） （－ ３． ２７）

ＴＥＣ
０． ２７９ ４ ０． ４３０ １ ０． ７０９ ４ ０． ２５８ ５ １． ４４５ ２ １． ７０３ ７ ０． ２５２ ６ ０． ８０９ ８ １． ０６２ ４

（９． １４） （２． ８９） （４． ３５） （８． ４５） （２． ５０） （２． ８９） （８． ２９） （２． ７８） （３． 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五）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变量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一是参考刘钻扩和辛丽［３７］的研究，本文将投入产出指标采用 ＳＢＭＧＭＬ

法重新测算得到绿色发展指数①；二是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指标选取的敏感性问题，本文将非期望产出

变量替换为雾霾污染，并采用 ＥＢＭＧＭＬ模型进行重新测度。
（２）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文章借鉴何杨和王蔚［３８］对土地财政的衡量方法，即土地财政用土地出

让金与 ＧＤＰ总量之比表示。由于篇幅所限，采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通过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
进行重新检验和回归，相关结果如表 ６ 中列（１）至列（６）所示。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
方向性整体上与前文保持一致，这也证明了指标选取的合理性，以及模型设定和回归结果是可靠、稳

健的。

２． 内生性检验
绿色发展对政府土地建设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影响政府土地收入和土地出让

规模，考虑到土地财政和绿色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需要选取合理的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本文借鉴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３９］的思路，将地形起伏度作为土地财政的工具变量②。此外，本文基

于城市面板数据展开研究，还需要寻找因时间而改变的工具变量来消除无法度量的固定效应。房价

对政府出让土地的意愿具有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地方土地财政的规模。基于政府“以地生财”的核心

驱动力，本文选择地形起伏度与房价的交互项作为土地财政的工具变量，其中，地形起伏度借鉴封志

明等［４０］的方法进行测算。结果见表 ６ 中的列（７）和列（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重新

—１７—

①

②

对于绿色发展的测算，尽管考虑松弛问题的 ＳＢＭ方向距离函数和 ＧＭＬ指数各自有效地弥补了以往方法中的缺陷，但是 ＳＢＭ
方向距离函数未能有效处理生产单元在各期生产前沿的非一致性，影响跨期结果间的可比性，而单纯的 ＧＭＬ指数也无法克服因径向
和角度问题所带来的测评偏差。相比之下，基于 ＳＢＭ方向距离函数的 ＧＭＬ指数既可以有效处理径向与角度问题，同时又可以实现
生产前沿的全局可比性。

首先，地形起伏度是反映地理坡度的变量，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条件；其次，地形起伏度会影响土壤及植被发育，进而对土地

质量和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总体上制约着人口分布和经济总量等多方面发展，而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又影响着地方土地供应与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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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后，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 Ｆ（简称 ＲＫＦ检验）统计量为１ ９１８ ４１，大于判断标准 １０，表明不存在
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且回归结果中兴趣变量的符号和方向均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在考虑核心变量的

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果仍然稳健。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变量 工具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ＡＦ
－ ０ ． ０７２ ２ － ０． ０７７ １ － ０． ０３２ ２ － ０． ０３５ ２ － ０． ２２０ ９ － ０． ３２１ ２ － ０． ０１２ ７ － ０． ０１０ ０

（－ ８． ４５） （－ ８． ９６） （－ ５． ２１） （－ ５． ６６） （－ １． ８５） （－ ２． ６１） （－ ２． ３４） （－ １． ８１）

ＴＥＣ
０． ５１０ ０ － １． ３１９ ５ ０． ３１９ ３ － ０． ４１２ ８ ０． １６０ ３ － ０． ４９８ １ ０． ２０９ ２ － １． ０３７ ４

（７． ９６） （－ ３． ２１） （６． ６２） （－ １． ５４） （５． ８６） （－ ２． ４８） （６． ２９） （－ ３． ５２）

ＬＡＦ × ＴＥＣ
０． １７７ ８ ０． ０７１ ８ ０． ０６３ ７ ０． １１９ ３

（４． ５１） （２． ８２） （３． ３１） （４． ２８）

ρ
０． ７３５ ９ ０． ７０９ １ ０． ５４６ ５ ０． ５２５ ８ ０． ７６７ ２ ０． ７７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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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６９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 ０ － １ 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
济地理嵌套矩阵，采用城市与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土地财政、技术创新与中国绿色

发展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从空间全样本来看，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抑制作

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发展。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土地财政促进了技术创新

对绿色发展的提升作用，且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减弱了土地财政对绿色发展的“棘轮效应”。从核心

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但技术创新对邻地绿

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促进中国经济绿色高效发展，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需加强土地管理工作，规范土地出让行为，避免“逐底竞争”。国家应完善土地出

让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征地、出让行为的监管，切实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此外，土地财政作为地

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第二财政”，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力来源，但依赖土地出让行为的发展不是长久之

计，地方政府还应该拓宽融资渠道，如采取 ＢＯＴ（建设—经营—转让）、ＴＯＴ（移交—经营—移交）等融
资方式，扭转财政缺口扩张的局面。

第二，继续深化创新改革，推进企业创新生产。对科创类企业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创造完善的

创新环境和配套设施，解决该类企业创新生产“后劲不足”的问题。对非科创类企业，政府需采取研发

税优惠、研发补贴等形式，积极引导其生产技术革新，弥补由于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所产

生的成本，打消企业对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降低的“后顾之忧”。

第三，充分发挥土地财政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政府通过补贴企业技术升级的利益损失，促进

企业创新生产。政府还应通过加强对土地收入的规划、灵活抽调资金、配置生产要素、提供优惠政策

为企业发展营造创新环境，发挥政府引领企业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导向作用，以此缓解土地财政对可

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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